
敬启：《钟楼街史话》系列
文章至此结束，感谢读者关注！

南桂馨南桂馨9崔嗣达崔嗣达7

星期四

版

联系电话：8222059

责编 李晓勤
和 亮
立 君

2023.3.924天龙 地
理

王继祖王继祖 王王 琛琛

涉事先贤不可轻涉事先贤不可轻
钟楼街史话之

清朝末年，省城太原行商坐贾积极活动，以
败破难撑的开化寺作为开商铺、立字号的好地
方。开化寺僧人身居闹市，六根怎能清净，遂积
极拆卖庙产，租赁作商铺。先是在寺庙的后院
菜园、柴场与商家合伙或建或搭，成为临街、临
建的商市。太原辛亥起义后，1913年，省城商
人更是乘势而上，在开化寺的北部开辟市场，取
名“共和市场”。老百姓则依习惯跟形势，直呼
其为“新开化寺”。

山西军政府成立后，山西辛亥革命元老、都
督府粮服局局长南桂馨抓税赋，促商业。南桂
馨则力主采取“打钟寺”改“大中市场”的路子，
彻底改造开化寺为“开化市场”。

南桂馨，字佩兰，出自富庶之家，幼入私塾，
虽机敏，但不喜读书，热衷于交朋结友，甚喜社会
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留学日本返归
故乡宁武的同盟会员丁致中、谷思慎的影响下，加
入同盟会山西支部，成为革命党人。1911年10
月29日，姚以价率众打响太原辛亥义举第一枪，
太原光复后，南桂馨被委任为阎氏政权的“军需
大臣”。

1920年，南桂馨牵头集资组建“新化房产
股份有限公司”，吸引商界、政界、军界等各行各
业有经济实力的人，参与“开化寺”改“开化市
场”的工程。为什么要给这个公司取名为“新
化”？据说，在早期考察中，南氏发现当年的“共
和市场”名头并不响亮，老百姓叫的“新开化寺”
却尽人皆知，遂打起顺乎民意的“靓招”，将“新
开化寺”之称浓缩为“新化”，做了公司的名字。

南桂馨牵头的这项改建工程，将古刹开化
寺破损、危摧以及不能使用的殿宇、房舍全部拆
光，只留下最西边的偏院和尚好的殿堂继续使
用，并将原“共和市场”连同新建的市场，并作一
个大市场，名字就叫“开化市场”。新建的“开
化市场”总面积12000平方米，用时仅仅一年，
1921年正式开业。南桂馨以“开化市场”的创
建人与钟楼街史话结缘。

阳曲县商人刘占元是“大中市场”的创建
者，不少资料和文章异口同声说，辛亥年九月
初八（1911.10.29）太原新军起义后，建立了新
的政权“山西军政府”，而就在军政权成立的
当天傍晚，溃败的乱军抢劫打钟寺商家，为毁
灭证据，放火烧毁了古老的寺院和在寺院开办

的商铺，打钟寺成为一片火后瓦砾废墟，
只有康煕初年创建的千佛阁幸免于难。

1913年，商人刘占元看到当年
的闹市打钟寺虽成一片废墟，但地处
太原城黄金地段，一旦开发出来寸土

寸金，是商家发展的宝
地，遂不惜重金，召集同

道，集资集股，

成立了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打钟寺的故址
上建起了一个中西结合的两层式楼群，仍取
古寺龟形之状，称“大中市场”，为钟楼街百年
商市首开先河立下功勋。

关于刘占元身世，鲜见于载记，幸见到刊
于报端的孙琨作品《大中市传奇》，有一段简
述说：“在阳曲北塔地村和南郑村之间一个叫
桥沟的地方，有一座当地人称曾经占地千亩
的刘氏庄园……现在还有依土梁而建的刘占
元故居，一座残存的古堡。从地面到顶层有
四层建筑。”方知刘占元是民国阳曲县二区
23个主村（行政村）之一北郑村所属的自然
村桥沟人。现在桥沟已不是村社，是归属北
塔地村还是南郑村，不详。

康熙《阳曲县志·卷十四中·碑记》中，
有一碑记曰《重修开化寺补缮藏经记》。此
碑记中有“寺之开创五代唐，宋莫稽所自”
之载，告诉世人开化寺的创年时代，顿释多
少年来开化寺创建年代不详之说，而且说
开化寺在有明一代两次重修，一次在“天顺
丁丑”，即天顺元年，公元 1457 年；一次在

“嘉靖戊子”，即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初
清康熙元年（1662）第三次重修又时隔“将百
四十年”。

此碑文作者、阳曲人崔嗣达是明崇祯年
至清康熙年、跨两个朝代、经三位皇帝、达
三十余年间太原府阳曲县的著名乡贤，虽终
生不曾入仕，却颇有声望，在康熙县志中，荣
列入传。他家是一县之大族，其兄崔嗣远是
明万历朝丙午科举人，先在太原府学任教谕，
后为静海县知县，闯王李自成北伐明都，途经
静海县时殉节明朝。一起赴死者，还有其妻。

崔嗣达其人为两朝拔贡，先为明崇祯年
间拔贡，后为清顺治乙亥拔贡。所谓拔贡，是
科举制度下，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尊称。

明末清初，六年贡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
一名，由行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择优保送入
京，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崔嗣达虽两次考
选为拔贡，但矢志不仕，以讲学称著。史说：

“盖务博洽，理宗程朱。”“尤善诱进后学”“为
古文，讲书课，文终其身”，饮誉省城。

康熙元年，巡抚杨熙捐资重修开化寺。
杨是山西省最大官员，他捐资作榜样，众官
谁敢作壁上观，纷纷仿效。“经历四年，方克
告竣”“一切新增厘旧，次第就理”。而且，补
缮《大藏经》所失。待开化寺修葺一新、补缮
经典后，杨巡抚请人品文章均佳，在府、县均
有声望的崔嗣达撰写《四修开化寺补缮藏经
记》。崔嗣达欣然命笔，扬扬洒洒，妙笔生花，
撰成记文后，又镌之于石，完成了他与开化寺、
钟楼街的一段奇缘。

过往不少写开化寺的文章，大多没有读
崔拔贡所撰之文，以人云之，己亦云之；人讹
之，己亦讹之，以致谬迹流传。如认真拜读崔
贡生关于重修开化寺及补缮藏经之碑记，则
自然纠谬勘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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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此次广泛征求各方意
见而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
许宏所徒叹奈何的“尸乡沟商
城遗址”问题有可能得到纠正；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违规命名
的“夏都”能够予以更正。

文化遗址名也是地名，是
发掘地之名，是文化属性的代
号、指称；地为实，名为表。遗
址名离开发掘地，便无所依；
发掘地离开出土物，就无所
指。1959年 1月 19—26日，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
年来建设的伟大成就，科学院
考古所与文化部文物局在京
举行了为期八天的编写《新中
国的考古收获》座谈会。即便
是在考古学中大讲“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
当时，尹达和夏鼐也对考古遗
址的定名问题发表了影响至
今的讲话及由夏鼐定下的三
条命名原则。

尹达的意见是：“旧有的名
称如果并不引起误解的，可以
保留使用；否则可以考虑另起
一个新的名称。这种新的名称
以及新发现的各种文化的名称
如何命名，似乎可以采用最通
行的办法，便是以第一次发现
的典型遗迹（不论是一个墓地
或居住遗迹）的小地名为名。”

夏鼐的看法为：“‘命名’的
原来目标，是想用简单的名称
来充分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
使用时大家互相了解，不致引
起误解。命名的适合与否，似
乎可以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以
族名来命名的办法，只能适用
于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须要
精确的考据；否则乱扣帽子，产
生许多谬误，反而引起历史研
究的混乱。除非考据得确实无
疑，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
而另行指出这文化可能属于某
一族……如果还不具备一种文

化类型所应有的条件，而我们
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的现象，
就匆匆忙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
称，那就未免有些冒失了；这就
会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混乱，因
而使古代社会的研究工作发生
不必要的纠纷。根本问题在于
对古代文化遗存的实事求是的

科学分析。在这里踟蹰不前是
不好的，轻率浮夸更是要不得
的。考古工作者对于文化的命
名问题，应当具有严肃的科学
态度。”

回首夏鼐在世时对考古
人在定名上的忠告，考古人栉
风沐雨，风餐露宿，诚如王安
石诗句“冉冉春行暮，菲菲物
竞华”，面对着自己发掘出的
遗址，砥节立名，或今地名＋
遗址名，或古地名＋遗址名，
显出一派规整清晰的习习和
风。然而，随着一代学贯中西
的考古学家逝去，一切一切都
变了，故址疑梦，妍媸毕露
——从第四批公布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起，突破命名
原则底线的不规范的命名一
个接着一个地出现。遵守和
继承夏鼐对考古发掘遗址以
小地名定名原则的是许宏；敢
于公开批评数处遗址命名错

误的是许宏；写出专题论文讨
论国保单位先秦城址命名不
规范的也是许宏；对“郑亳说”
和二里头“西亳说”这类推论
持不同意见的还是许宏！在
遗址命名问题上，他说：“依
考古界约定俗成的惯例，遗
址命名应以遗址所在地的小
地名为准，以能精确反映遗址
所在位置为宜，否则就会出现
不同遗址有相同命名的情
况。所谓小，是相对省、县级
行政区划来说的，一般是遗址
所在的村庄名，或者当地人对
某村辖地内一处更小地方的
称呼。”

仅靠历史文献推论“夏
都”在何处的不确定性，最典
型的事例莫过于徐旭生寻找

“夏墟”，却认为考察
的二里头遗址是灭掉
了夏的第一代商王的
都城。

《大夏禹都》节选


